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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政治與政權運作一直是日本政治研究的焦點。大部分

的研究是從眾議院選舉的結果，來論述政黨政治的變化，以及執

政黨內部權力結構的改變，較少會追溯到首相解散眾議院的決定

與影響。然而，眾議院的選舉，往往是因為首相解散眾議院後舉

行的。現行憲法體制下，眾議院舉行過 25 次總選舉，其中 24

次便是解散後的選舉。  

在眾議院被解散的 24 次之中，有 21 次是首相直接根據憲

法第 7 條行使解散權（七條解散）解散的。但是，吉田首相首次

行使「七條解散」之際，因為憲法未有明文的規定，因而導致日

本政壇發生重大的紛爭。然而，現今首相被認為可以行使「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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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的專屬權力，並得以自由行使。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解

釋首相行使「七條解散」的權力，在戰後的政治中，為何及如何

形成政治上實踐的「慣例」。  

關鍵詞：  政黨政治、眾議院、總選舉、解散權、吉田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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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政黨政治與政權運作一直是日本政治研究的焦點。大部分的研

究是從眾議院的選舉結果，來論述朝野之間政黨政治的變化，以及

執政黨內部權力結構的改變，較少會追溯到首相行使眾議院的解散

權。然而，眾議院的選舉，往往是因為在首相解散眾議院後舉行的。

「日本國憲法」第 54 條第 1 項規定，眾議院被解散後，必須自解散

之日起 40 日之內，舉行眾議院議員總選舉。  

戰後日本新憲法是從 1947 年 5 月 3 日開始實施的，在新憲法體

制下，從 1949 年 1 月 23 日到 2017 年 10 月 22 日為止，眾議院總計

實施過 25 次的總選舉，其中僅有一次（1976 年 12 月 5 日）是眾議

員任期屆滿的選舉，其餘的 24 次都是首相解散眾議院後的選舉（請

參閱表一）。  

根據「日本國憲法」的規定，眾議院的解散有二種情形：一是

首相依據憲法第 7 條第 3 項的規定，1 直接宣布解散眾議院，稱為

「七條解散」；二是首相根據憲法第 69 條的規定，在眾議院通過內

閣不信任案後，若不總辭，則須於十日內宣布解散眾議院，此情形

稱為「六十九條解散」。在上述的 24 次解散中，首相直接行使「七

條解散」的情形多達 21 次，行使「六十九條解散」的情形僅有 4 次。 

直接宣布解散眾議院，稱為「七條解散」；二是首相根據憲法

第 69 條的規定，在眾議院通過內閣不信任案後，若不總辭，則須於

十日內宣布解散眾議院，此情形稱為「六十九條解散」。首相在上

                                                        

1. 日本國憲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解散眾議院是天皇根據內閣的建議與承認，為國民行使

的國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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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 24 次解散中，首相直接行使「七條解散」的情形多達 21 次，

行使「六十九條解散」的情形僅有 4 次（請參閱表二）。2 其中首

次解散的解散詔書是以「七條解散」與「六十九條解散」併陳的方式，

說明解散的根據。簡單計算的話，大約每 2.8 年便有一次的解散。  

事實上，吉田茂首相於 1948 年 12 月 23 日，首次行使新憲法體

制下的解散權時，因為新憲法未明文規定首相得以行使「七條解散」

的權力，因此爆發日本政壇的嚴重紛爭，甚至吉田首相第二次行使

「七條解散」時，發生著名的「苫米地事件」。雖然如此，「七條

解散」現今卻被認為是首相的專屬權力（日文為「專權事項」），

甚至是「傳家寶刀」，制度上未有限制，得以自由地行使（矢次眞，

2007：154–174；有倉遼吉，1952：227–258）。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便在於解釋「七條解散」權力的行使，在戰後的政治過程中，為何

及如何形成政治上實踐的「慣例」。3  

                                                        

2. 既然首相能夠直接行使「七條解散」的權力，宣布解散眾議院，為何還會出現「六十九

條解散」的情形？因為內閣不信任案的通過，意味著內閣不再受眾議院的信任，所以首

相在內閣不信任案通過後，才宣布解散眾議院，未必有利於重新選舉。所以一般而言，

首相應該會在內閣不信任案表決前便會直接宣布解散眾議院。既然如此，為何還是會出

現此四案例？經筆者檢視後發現，除了本文探討的第一次（1948 年）的案例，是根據

駐日盟軍總司令部與日本朝野協商之後的共識所進行的解散外，其餘的三次案例都是執

政黨出現議員造反之下的結果，亦即內閣不信任案的通過是首相非預期下的結果。內閣

不信任案通過後，首相為了繼續掌握政治的主導權，一般不會總辭下台，而採取解散眾

議院的手段。關於第二次（1948 年）的案例是自由黨吉田茂內閣時，反吉田的鳩山一

郎、三木武吉等鳩山派勢力脫離自由黨投下贊成票；第三次（1980 年）的案例是自民

黨大平內閣時，自民黨的福田派、中曾根派、三木派等非主流派閥投下贊成票；第四次

（1993 年）的案例是自民黨宮澤內閣時，自民黨的羽田派投下贊成票。  

3. 本文主要探討戰後新憲法體制下的情況，至於戰前「明治憲法」（又稱為「大日本帝國

憲法」）體制下的情況，簡要說明如下：根據「明治憲法」第 4 條規定，天皇為國家元

首，總攬統治權；第 7 條規定，天皇擁有召集、解散眾議院之權。首相雖由天皇任命（日

文稱為「大命降下」），但是並非憲法規定的職位，任命方式因局勢變遷而有改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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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既有研究的觀點與問題意識 

一、既有的研究觀點 

與本文相關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面向：一是指出日本的

特殊性；二是以英國為例，來說明日本的狀況；三是詮釋解散權在

民主政治中的功能。  

表一   戰後憲法體制下日本眾議院解散一覽表  

序  解散時間  解散時的內閣  重新選舉時間  

1 1948 年12 月 23 日  第二次吉田內閣  1949 年 1 月 23 日  

2 1952 年  8 月 28 日  第三次吉田內閣  1952 年 10 月 1 日  

3 1953 年  3 月 14 日  第四次吉田內閣  1953 年  4 月 19 日  

4 1955 年  1 月 24 日  第一次鳩山內閣  1955 年  2 月 27 日  

5 1958 年  4 月 25 日  第一次岸內閣  1958 年  5 月 22 日  

6 1960 年10 月 24 日  第一次池田內閣  1960 年 11 月 20 日  

7 1963 年10 月 23 日  第二次池田內閣  1963 年 11 月 21 日  

8 1966 年12 月 27 日  第一次佐藤內閣  1967 年  1 月 29 日  

9 1969 年12 月  2 日  第二次佐藤內閣  1969 年 12 月 27 日  

                                                                                                                                 

治時期由元老向天皇舉薦，舉薦對象為明治維新的功臣；大正時期在自由民主潮流下，

元老大多舉薦眾議院多數黨黨魁；昭和時期則由內大臣組成的「重臣會議」負責向天皇

舉薦。首相若欲解散眾議院，必須上奏天皇，獲得天皇的核准。第二次大戰結束後，重

新建構憲政制度時，新憲法將天皇做為日本國的象徵，未賦予政治實權，同時將行政權

明文賦予首相組成之內閣，雖然如此，新憲法並未將眾議院的解散權明文賦予首相。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2%E6%9C%8823%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8%E6%9C%8828%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3%E6%9C%8814%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E6%9C%8824%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4%E6%9C%8825%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0%E6%9C%8824%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0%E6%9C%8823%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2%E6%9C%8827%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2%E6%9C%882%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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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72年11月 13日  第一次田中內閣  1972年 12月 10日  

＊備註 1 1976 年 12 月 9 日  三木內閣  1976 年 12 月  5 日  

11 1979 年  9 月 7 日  第一次大平內閣  1979 年 10 月  7 日  

12 1980年  5月 19日  第二次大平內閣  1980 年  6 月 22 日  

13 1983年11月 28日  第一次中曾根內閣  1983年 12月 18日  

14 1986年  6月  2日  第二次中曾根內閣  1986 年  7 月  6 日  

15 1990年  1月 24日  第一次海部內閣  1990 年  2 月 18 日  

16 1993年  6月 18日  宮澤內閣  1993 年  7 月 18 日  

17 1996年  9月 27日  第一次橋本內閣  1996年 10月 20日  

18 2000年  6月  2日  第一次森內閣  2000 年  6 月 25 日  

19 2003年10月 10日  第一次小泉內閣  2003 年 11 月 9 日  

20 2005年  8月  8日  第二次小泉內閣  2005 年  9 月 11 日  

21 2009年  7月 21日  麻生內閣  2009 年  8 月 30 日  

22 2012年11月 16日  野田內閣  2012年 12月 16日  

23 2014年11月 21日  第二次安倍內閣  2014年 12月 14日  

24 2017年  9月 28日  第三次安倍內閣  2017年 10月 22日  

備註：  

1.  「＊」1976 年 12 月 9 日是眾議員任期屆滿的日期，並非任期途中的

解散日期，所以未給予序號。  

2.  戰後日本新憲法是 1947 年 5 月 3 日開始實施，所以新憲法體制下的

第一次解散是 1948 年 12 月 23 日。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1%E6%9C%8813%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9%E6%9C%887%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5%E6%9C%8819%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1%E6%9C%8828%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6%E6%9C%882%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E6%9C%8824%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6%E6%9C%8818%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9%E6%9C%8827%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6%E6%9C%882%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0%E6%9C%8810%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8%E6%9C%888%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7%E6%9C%8821%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1%E6%9C%8816%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1%E6%9C%8821%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9%E6%9C%8828%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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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內閣不信任案通過後眾議院解散一覽表  

不信任案通過時間 內閣名稱 眾議院解散時間 眾議院重新選舉時間 

1948 年 12 月 23 日 第二次吉田內閣 1948年 12月 23日 1949 年 1 月 23 日 

1953 年 3 月 14 日 第四次吉田內閣 1953 年 3 月 14 日 1953 年 4 月 19 日 

1980 年 5 月 16 日 第二次大平內閣 1980 年 5 月 19 日 1980 年 6 月 22 日 

1993 年 6 月 18 日 宮澤內閣 1993 年 6 月 18 日 1993 年 7 月 18 日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  

 

首先，關於日本的特殊性方面，川人貞史在比較研究挪威、愛

爾蘭、冰島、義大利、西班牙、德國、法國等十幾個國家後指出，

解散議會的權力都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如日本首相一般能夠不受

限制地自由行使，是少見的例子。4 

例如，挪威雖然與日本同樣採取內閣制，當議會通過內閣的不

信任案時，內閣必須總辭，然而首相不具有諮請元首（國王）解散

國會的權力。在愛爾蘭與冰島的情況，當內閣不受議會信任時，首

相得以向總統請求解散議會，但是總統得以拒絕首相的請求。在義

大利的情況，解散權屬於總統，總統在聽取兩院議長意見後解散兩

院或其中一院，但是總統在其任期的最後六個月內不得行使該項權

力。在西班牙的情況，首相在事先經過部長會議討論，並由自己負

完全責任之情況下，可向國王（元首）建議解散眾議院、參議院或

國會，但是信任動議仍在審議過程中，不得提議解散議會，或議院

                                                        

4. 川人貞史（2015）的《議員内閣制》一書對首相（總理）或元首解散國會的詳情有詳細

的分析與分類整理，請參閱該書第二章〈議会と内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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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後一年內，不得再次解散。在德國的情況，總理得要求信任投

票之動議，如果未能獲得聯邦議會過半數支持時，總理得請求總統

（元首）於 21 日內解散聯邦議會，但是，聯邦議會如果在解散前以

其議員過半數選出另一位總理時，此項解散權應即消滅。5 法國是

採用雙首長制度的國家，總統在徵詢總理與兩院議長的意見後，才

得以宣布解散國民議會，但是選舉後的一年內，不得二度解散國民

議會（川人貞史，2015：78–87）。  

小崛真裕也分析指出，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各國中，即使首相

或總統在實質上被賦予解散議會的權力，但是議會是否被解散重新

舉行選舉，少與聯合政權的瓦解或不信任案的通過有關。一般而言

不會依據執政黨與執政有利的時間來自由地行使解散權，能不受法

制上的限制，自由行使解散權的只有日本（小崛真裕， 2012：

162–163）。  

其次，以英國為例來說明日本的情況。宮澤俊義將採用內閣制

的國家分為二類型：一為大陸型態，二為英國型態。宮澤俊義接著

比較研究指出，前者對於解散權的行使，課以某種的限制，例如法

國的第四共和憲法便規定，新國會開始的前十八個月內，不得解散。

就英國型態而言，國王（實際上為政府）對於下議院的解散權，並

                                                        

5. 德國為內閣制國家，其不信任案之規定較其他內閣制國家特殊，被稱為「建設性不信任

案」。根據〈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第 67 條規定，聯邦議會可主動對內閣提出不

信任案，致使內閣倒閣。不信任案通過的限制有二：一是聯邦議會須有議員過半數投票

先行選舉出另一新的內閣總理人選，二是不信任案的動議及表決通過間，須間隔 48 小

時，以限制聯邦議會濫用權力，總理也可藉此時奔走協調，以打消此案。德國的憲政設

計可以確保政治領導不會出現真空，有可以使新任總理獲得過半數的支持，而且反對黨

必須提出有別於現任政權的具體對案，而不是為了反對就要倒閣（李國雄，20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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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課以特別的限制（宮澤俊義，1952：10–12）；如果認為英國國王

的意思表示對於議會的解散有絲毫的作用，這樣的認知是錯誤的，

英國的內閣是可以自由解散議會的。日本的內閣制承襲自英國，首

相對眾議院的解散，亦無特別的限制（宮澤俊義，1951：100–123）。

宮澤俊義被學術界譽為日本憲法學的權威，其觀點對爾後日本學者

對解散權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影響。例如，戰後做為法制局成員並曾

經參與憲法制定過程的佐藤功與入江俊郎均研究指出，戰後日本新

憲法中的議會與內閣的關係，包含眾議院解散制度的設計，完全是

以英國的內閣制為模型建構的，所以日本首相能夠自由地解散眾議

院（佐藤功，1953：162；入江俊郎，1976：233）。  

相對於上述的研究，植松健一與小崛真裕的共同研究卻嚴厲地

指出，日本的內閣制是仿造英國而建構起來的政治制度，因此一般

容易將日本首相得以自由地解散眾議院的權力，視為來自於英國的

政治慣例。但是，英國首相或內閣能夠自由地解散下議院，是日本

製造出來的「神話」。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植松健一與小崛真

裕接著指出，當初的憲法學研究權威，例如憲法學始祖宮澤俊義或

樋口陽一等，在引進英國憲法制度研究時，並非利用英國的憲法研

究文獻，而是透過法國的法文研究文獻，因此造成這樣的扭曲。例

如，此二位學者引用英國最有影響力的憲法學家詹寧斯（ Ivor 

Jennings）的研究指出，從維多利亞女王與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首相的政治互動過程，能夠明顯地看出「解散權並非首

相專有，國王認為該權限有被濫用之時，得以拒絕該權限的使用」

（植松健一、小堀真裕，2016：253–274）。而英國憲法學家戴雪

（Albert Venn Dicey）在《英憲精義》（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中也指出，「國王的裁量權包含了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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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解散下議院的權力，依據憲法上的諸先例，得以如此」（Dicey, 

1961: 88）。  

河島太朗亦指出，英國於 1950 年代有所謂的「拉賽爾斯原則」

（Lascelles Principles），亦即在以下三條件，國王得以拒絕首相對

解散權的請求：一是任期中的議會仍在運作，有存續之可能，而且

也有遂行職務之能力；二是總選舉的實施有損國家的經濟；三是能

覓得另一位首相，在下議院實質上擁有多數派，而且能於相當期間

維持政權。「拉賽爾斯原則」是指，工黨於 1950 年 2 月在總選舉中，

獲得過半數維持政權之後，當時的國王喬治六世（George VI）的秘

書拉賽爾斯（Sir Alan Lascelles）於同月 2 日出刊的《時代雜誌》

（Times），以「耆老」（Senex）為筆名發表的見解（河島太朗，

2012：17）。  

附帶一提的是，英國於 2011 年通過了《定期國會法》（Fixed-term 

Parliament Act, FTPA），明文限制了英國首相解散下議院的權力。6 

根據此法律，英國首相解散眾議院時，必須符合以下二條件之一：

一是下議院全體議員（含缺額）三分之二以上通過改選決議案；二

是下議院通過內閣不信任案，且未於 14 日內通過信任案組成新政府

（河島太朗，2012：4–20）。事實上，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

主張的「無協議脫歐」法案於 2019 年 9 月 4 日在下議院受挫後，立

即提出 10 月 15 日解散下議院並提前選舉的提案。但是，強森首相

                                                        

6. 英國是採用非成文憲法的國家。有關內閣與國會之間的運作模式，主要是透過「慣例」

來運作，過去英國首相經常利用「慣例」，選擇有利時機解散國會，但是 2011 年《定

期國會法》的制定，明文上限制首相解散眾議院的權力。另一方面，內閣制度取經於英

國的日本，則是採用明文憲法的國家，首相擁有自由解散國會的權力，迄今未有法制上

明文的限制，與英國大異其趣。首相的國會解散權是政治運作過程中的重要政治權力，

為何英國與日本會出現不同的制度設計，是比較政治領域中，饒富趣味的研究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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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案在下議院 650 席中，僅獲得 298 席的同意，遠遠不及三分之

二的 434 席，解散下議院的提案因此而遭到否決（産経新聞，2019）。

強森首相提出的提前選舉案，最後於 10 月 30 日凌晨獲得在野黨的

支持，以贊成 438 票對反對 20 票獲得通過（朝日新聞，2019）。  

最後，詮釋解散權在民主政治中的功能方面。林茲（Juan Jose 

Linz）重視解散權具有穩定政局的功能。林茲指出，在總統制的國

家中，因為總統與議會議員的任期固定，所以當政治運作出現窒礙

難行時，例如出現「分立政府」，亦即總統與國會的多數勢力分屬

不同政黨時，制度上是無法解決的。但是，在內閣制的國家中，例

如日本的情況，解散權能夠打開政治的僵局，所以解散權是重要的

制度設計（Linz, 1994: 3-87）。另一方面，渡部純研究指出，日本首

相得以自由地行使眾議院解散權，是造成內閣短期化現象的主要因

素（渡部純，2013：29–53）。  

上田健介則指出，從權力分立的角度來看，解散權具有行政權

牽制立法權的功能；從民主政治的運作角度來看，在解散之後的選

舉中，政府將特定的政策傾聽民意，有將新的民意反應到議會的功

能，同時也具有國民公投的政治意涵（上田健介，2008：243–243）。 

二、問題意識 

上述的研究成果從比較政治的觀點，指出了日本首相解散眾議

院的特殊性，以及從民主政治的制度設計，詮釋了首相解散眾議院

的功能。姑且不論是否誠如植松健一與小崛真裕所指出的，日本首

相得以自由行使解散權是日本製造出來的「神話」，今日日本首相

得以自由地行使「七條解散」的權力，已經成為日本政治上的慣例。

然而，既有的研究觀點卻尚未說明此慣例為何及如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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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要解開此疑問，必須追本溯源，從戰後新憲法體制下

的第一次解散著手。本文不參與「七條解散」在法學規範下，行使

主體為誰的辯論，而是透過政治決定過程的途徑，以實證研究的方

法，來解釋「七條解散」的實踐過程與影響。所以本文的主標題並

非「日本首相的眾議院解散權之研究」，而是「日本首相解散眾議

院之研究」，至於副標題則是將焦點置於「七條解散」慣例的形成

與分析之上。  

「慣例」在日本政治中佔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例如解釋自民

黨政治的「派閥政治」，或是解釋官僚與業界癒合關係的「行政指

導」，都是日本政治上的慣例。慣例也被新制度論納入討論的標的。

新制度論起於 1980 年代，進行制度論與行為學派的融合論述，在

1990 年代開始蔚為顯學（黃宗昊，2010：145–146）。新制度論除了

以往的正式制度外，也將傳統等非正式制度列入討論之列（Lowndes, 

2002: 97-101），此亦為新制度論之所以為「新」之所在。然而，新

制度論在討論慣例（傳統等非正式制度）時，大多討論慣例對正式

制度或行為者的影響。換言之，是以慣例已經「存在」為前提，而

本文則是探討慣例的「形成」。  

參、「七條解散」的紛爭 

1948 年 10 月 19 日成立的第二次吉田內閣是少數內閣。吉田茂

率領的民主自由黨在眾議院總席次 466 席中，7 僅擁有 150 席，席

                                                        

7. 吉田茂率領的自由黨於 1947 年 4 月 25 日的第二屆眾議院選舉中，獲得 131 席次。接著

於翌年 3 月 15 日吸收了民主黨幣原喜重郎派系的部分成員後，席次增加為 150 席，同

時將自由黨改稱為「民主自由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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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佔有率僅為 32.2%。因此，吉田首相為了掌握過半數的眾議院席

次，以利政權的運作，所以在內閣成立之際，便決定提前解散眾議

院重新選舉（吉田茂，1998：177）。  

但是另一方面，在野黨認為提前選舉不利於維持席次，故而反

對提前選舉。特別是前政權蘆田均內閣（聯合政權）的組成政黨：

社會黨、民主黨、國民協同黨更是極力反對。蘆田均內閣於 1948 年

3 月 10 日成立後，旋即爆發「西尾獻金事件」與「昭和電工事件」，

在金錢醜聞事件的影響下，民意快速背離蘆田內閣，導致蘆田首相

於同年 10 月 7 日宣布總辭，政權僅維持七個月。   

所謂的「西尾獻金事件」是指，蘆田均內閣的副總理西尾末廣

（社會黨）在擔任社會黨書記長時期，未申報土木建築業者提供的

50 萬政治獻金。西尾末廣擔任副總理後，此事件被揭發出來，最後

辭去副總理職務，接著因為涉及「昭和電工事件」而被逮捕。至於

「昭和電工事件」則是指，昭和電工社長日野原節三為了獲得政府

的復興金融金庫融資，賄賂政府高官與政治家，賄賂金額高達 1 億

日幣，在平均收入 700 日幣的當時，成為極為嚴重的弊案。除了日

野原節三社長於同年 6 月被逮捕外，大藏省主計局長福田赳夫、經

濟安定本部長栗栖赳夫、前自由黨幹事長大野伴睦、前副總理西尾

末廣等也紛紛被逮捕，蘆田均內閣倒台後。蘆田均自身亦於同年 12

月被逮捕，被逮捕者總計 64 名之多（佐々木毅等編，1995：435）。

「昭和電工事件」名列日本戰後四大弊案之一，8 也是導致蘆田內

閣倒台的主因。  

                                                        

8. 戰後日本四大弊案的另外三件是指：1954 年的造船醜聞事件、1976 年的洛克希德事件，

以及 1988 年的瑞克魯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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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次解散的紛爭 

日本國憲法條文提到眾議院的解散有二：一是第 7 條第 3 項明

記，眾議院的解散權是天皇根據內閣的建議與承認，為國民行使的

國事行為（以下簡稱為「七條解散」）；二是第 69 條規定，內閣在

眾議院通過不信任案，或信任案遭到否決時，如十日內不解散眾議

院，則必須總辭職（以下簡稱為「六十九條解散」）。從憲法條文

看來，解散眾議院的主體有二：一為天皇，二為內閣。  

然而，根據大石真的分析，「六十九條解散」在實踐上是由首

相行使的。解散眾議院的決定過程必須經過內閣會議，而內閣會議

由內閣成員組成，會議是採取一致決的形式。內閣成員的任免權在

內閣總理大臣，假若出現反對解散眾議院的閣員，則總理大臣得以

罷免之，以完成眾議院解散的決定。因此，眾議院的解散權「實質

上」掌握在內閣總理大臣手上，而且是內閣總理大臣的專屬權力（大

石眞，2006：9）。   

而吉田首相決定提早總選舉時，在野黨並未提出內閣不信任

案，而是企圖以首相的身份行使解散權主題為天皇的「七條解散」

權限。以社會黨為首的在野黨認為，「七條解散」不過是對天皇的

「儀式性的條款」，眾議院的解散只能以「六十九條解散」為依據

（吉田茂，1998：177）。朝野勢力對於解散權的行使產生分歧，形

成激烈的對立；不僅如此，當時統治日本的駐日盟軍總司令部

（General Headquarters, GHQ）也深深涉入其中，致使政局更加詭譎

多變。  

吉田內閣成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日本憲法學權威宮澤俊義便

於 11 月 8 日的《朝日新聞》發表題為〈解散在憲法中的意涵〉的文

章，主張「七條解散」也是內閣的權限。宮澤俊義在文章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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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受到眾議院不信任時，根據憲法第 69 條的規定來解散眾議院

是內閣制最佳的方式。但是，眾議院的解散並非僅限於此狀況。憲

法第 7 條規定的，天皇執行的國事行為之一的眾議院解散，必須根

據內閣的建言與承認，所以決定解散的權限為內閣所有，亦即只根

據憲法第 7 條也是可以解散眾議院的」（石川真澄，1984：17）。

被譽為憲法學權威的宮澤俊義公開提出支持的見解，替吉田首相注

入一劑強心針。  

針對吉田茂的堅定立場與宮澤俊義的見解，在野黨也立即做出

反應。社會黨的片山哲委員長於 11 月 12 日前往 GHQ 的民政局，拜

訪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民政局長與威廉斯（Justin Williams）

國會政治課長，並在會談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憲法第 69 條以

外的解散，是日本政府獨自的見解，也是舊憲法的思想」（藤本一

美，2011：49）。  

如此一來，日本政府（吉田內閣）也與 GHQ 民政局形成了對立

的局面。因為此時日本尚未獨立，仍然在美軍的統治之下，（日本

要到 1952 年 4 月 28 日「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後才恢復獨立的國

家地位）所以在民政局的表態下，吉田內閣與民政局展開了密集的

協商，但是民政局依然堅持首相無法行使「七條解散」的權限（加

藤一彥，2017：125–166）。事實上，吉田內閣與民政局的對立是其

來有自的，民政局對吉田茂原本就擁有高度的不信任感。例如，蘆

田內閣總辭，吉田內閣成立之前，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亦即民政局

曾經推動「山崎首班工作」。「新政派」（The New Dael）主導的

民政局認為吉田茂太過保守，企圖推舉民主自由黨的幹事長山崎猛

擔任新首相，建立中道政權。然而後來山崎猛在吉田茂心腹益谷秀

次郎的勸說下，毅然決然辭去眾議員資格，致使「山崎首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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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挫，吉田茂才得以順利接任新首相（保利茂，1975：36–37）。9 

吉田首相在民政局的堅持下，為了解開對立的僵局，吉田首相

繞過民政局，直接面見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元帥進行會

談，並獲得麥克阿瑟元帥的支持。麥克阿瑟元帥在會談後表示：「關

於少數內閣的吉田政權沒有解散權的問題，如果國政運作困難的

話，應該想辦法解決」。就在麥克阿瑟元帥的「指示」下，經過 GHQ

當局的斡旋，於同年 11 月 28 日，民主自由黨、社會黨、民主黨、

國民協同黨等四政黨與民政局之間達成協議，亦即二週內通過追加

預算法案後，在野黨提出內閣不信任案，給予吉田政府解散的機會

（吉田茂，1998：178）。  

在達成的協議下，便進入了解散的程序。在野的八黨派於 12 月

23 日提出吉田內閣的不信任案，投票結果，227 票贊成，130 票反對，

不信任案如預期的獲得通過。因為這次的解散是執政黨與在野黨，

以及 GHQ 協議的結果，所以大眾傳播媒體將此次的解散稱為「合謀

解散」（日文為「馴れ合い解散」）。值得注意的是，在天皇頒布

的解散詔書中，記載著：「眾議院通過了內閣不信任案。據此在內

閣的建言與承認下，根據日本國憲法第 69 條以及第 7 條，解散眾議

院」。換言之，解散詔書是以「六十九條解散」與「七條解散」併

陳的方式來詮釋次此次的解散根據（入江俊郎，1949：53）。  

眾議院解散後，總選舉於 1949 年 1 月 23 日舉行。選舉結果，

吉田茂率領的民主自由黨獲得 264 席，取得單獨過半數的勝利，而

民主黨僅獲得 69 席，社會黨獲得 48 席，國民協同黨獲得 14 席，勢

                                                        

9. 山崎猛是新聞記者出身，1920 年進入政界，1946 年成為第 38 代眾議院議長，也是舊憲

法體制下的最後一任議長。山崎猛在「山崎首班工作」時辭去眾議員資格，但是在次屆

（1949 年）眾議員選舉中再度當選，並擔任第三次吉田內閣的運輸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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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均大幅滑落。  

二、二次解散的紛爭與訴訟問題 

（一）吉田派與鳩山派的對立 

總選舉後，吉田茂順利組成第三次吉田內閣，繼續執政。日本

與美國 1951 年 9 月 8 日簽訂「舊金山和平條約」，翌年 4 月 28 日

條約生效，日本恢復為主權獨立的國家，簽訂「舊金山和平條約」

的同時，也簽訂「美日安全保障條約」，日本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

方陣營的一員。接著於 1951 年 12 月 10 日召集的第十三屆國會，也

逐漸轉換並建構了從佔領到獨立的國內外各項法律制度，日本國內

外的情勢逐漸穩定。但是，吉田政權卻受到鳩山一郎的嚴重挑戰。  

吉田與鳩山的對立起源於「總裁禪讓密約」的紛爭。自由黨於

1945 年 10 月成立時，總裁為鳩山一郎，並於翌年 4 月 10 日的總選

舉中獲得 141 席次，成為第一大黨。原本做為自由黨總裁的鳩山一

郎有望組閣執政，但是就在組閣前夕的 5 月 4 日突然遭到「解除公

職」（日文為「公職追放」）的處分，黨內元老推薦吉田茂組閣，

並安排吉田茂與鳩山一郎於 5 月 14 日會談（塩田潮，2018：38–39）。

根據鳩山一郎的說法，會談時，吉田原本無意接任總裁一職，但是

在以下四條件下，勉力為之：一是內閣人事由吉田全權負責；二是

吉田不籌措政治資金；三是吉田想要辭職時便辭職；四是鳩山的「解

除公職」處分取消時，立即交還職位（鳩山一郎，1957：55–56）。

但是，根據吉田的說法，並無第四點的存在。1951 年 8 月 6 日，GHQ

取消了鳩山一郎的「解除公職」處分，鳩山一郎回到政界，但是吉

田茂無意交出職位（政權），致使雙方產生對立（冨森叡児，1977：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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鳩山回到政界，勢力逐漸擴大，反之，因為吉田的個人主義、

獨自裁斷的行事風格，統治能力逐漸出現弱化的現象（朝日新聞，

1952）。吉田茂為了強化對鳩山派的圍堵攻勢，吉田派的保利茂、

廣川弘禪、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等，計畫推舉福永健司為幹事長，

並透過解散重新選舉的操作，擴大吉田派的勢力，打擊鳩山派的勢

力。但是，吉田茂於 1952 年 7 月 1 日的議員總會提出幹事長人事案

時，卻遭到黨內鳩山派以「心腹政治」為由強力的反對，致使幹事

長人事案受挫（藤本一美，2011：64）。幹事長主要負責選舉事務，

特別是候選人的提名，以及選舉資金的運用等，吉田明顯地企圖透

過幹事長人事的掌握，來影響總選舉的結果。  

鳩山一郎也希望能夠提前解散眾議院重新選舉，以利掌握政局

的主導權。吉田派在幹事長人事案受挫後，吉田派與鳩山派遂於 8

月 26 日針對提前解散的時間進行協商，結果達成 9 月中旬解散眾議

院，10 月進行總選舉的共識（日本経済新聞，1952a）。但是，吉田

首相卻於 8 月 28 日召集第 14 屆國會之際，在未進行施政方針演說，

以及未召開院會之下，突然宣布解散眾議院，同時公布 10 月 1 日舉

行總選舉（日本経済新聞，1952b）。吉田首相未遵守與鳩山派的協

商結果，同時在未進行眾議院例行的議程下，突然宣布解散眾議院，

被批評為非立憲、非民主的作為。吉田首相的解散決定，僅有少數

人知悉，因為事出意料之外，所以被稱為「冷不防解散」（日文稱

為「抜き打ち解散」）。此次的解散是戰後新憲法體制下，第一次

單獨根據憲法第 7 條的解散。值得一提的是，左右派社會黨認為吉

田與鳩山對立之際的總選舉，有利於增加眾議院席次，所以不僅期

待提前總選舉，而且支持吉田首相直接行使「七條解散」的權力，

與前次解散時的立場迥異（山口二郎，201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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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院解散後，總選舉於 10 月 1 日舉行。選舉結果，主要政黨

的席次方面，自由黨獲得 239 席（吉田派 73 席、鳩山派 68 席、中

間派 98 席）、改進黨 85 席、社會黨 111 席（右派社會黨 57 席、左

派社會黨 54 席），10 共產黨全員落選（日本経済新聞，1952c）。

自由黨在總席次 466 席的眾議院也取得過半數席次，吉田茂順利成

立第四次內閣，繼續執政。  

（二）解散的訴訟 

誠如宮澤俊義指出，首相解散眾議院是指「對眾議員全體，在

其任期屆滿前使其喪失資格的措施」（宮澤俊義、芦部信喜，1978：

115）。當時國民民主黨的眾議員苫米地義三（最高委員長），也隨

著眾議院的解散而失去眾議員的資格。苫米地義三認為非依照憲法

第 69 條的解散是違憲的，所以政府應該給付到任期屆滿為止的年度

費用，以及承認任期屆滿前的眾議員資格，因此提出違憲訴訟。  

在一審判決中，東京地方裁判所於 1953 年 10 月 19 日判決容許

原告所請；政府提出上訴後，東京高等法院於 1954 年 9 月 22 日的

二審判決中出現逆轉，駁回一審結果，原告敗訴。原告上訴結果，

最高法案於 1960 年 6 月 8 日的判決中，引用 1959 年 12 月 16 日「砂

川事件判決」的「高度統治行為」的概念，迴避「七條解散」是否

違憲的判斷，駁回原告的上訴。  

所謂的「砂川事件判決」是指，駐日美軍於 1957 年根據〈美日

行政協定〉，擴建位於東京都砂川町的立川基地（現為昭和紀念公

                                                        

10.  社會黨於 1949 年 1 月的總選舉中，席次從 143 席銳減為 48 席，從第一大黨淪為第三  

   大政黨，遭受嚴重挫折，同時黨內也因政策路線的爭議，形成左派與右派的對立，最  

   後於 1950 年 1 月 16 日分裂成左派社會黨與右派社會黨。雖然於同年 4 月 3 日的黨大 

   會中，一度結合，但是因為對「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立場迥異，於同年 10 月 24 日再 

   度決裂，之後直到 1955 年 10 月 13 日的社會黨大會時，才又結合成為統一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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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遭到反對勢力的阻撓並破壞基地的圍籬。日本政府以「刑事

特別法」（美日行政協定的附加法令）」對 7 名破壞設施的反對份

子加以起訴（工藤宜，1997：179）。被告方面的辯護律師以「駐日

美軍屬於憲法第 9 條所禁止的戰力，故違憲」為由，主張〈美日安

全保障條約〉違憲。東京地方法院於 1959 年 3 月 30 日的第一審（審

判長伊達秋雄）判決，幾乎完全採用被告律師的主張，裁定駐日美

軍違憲，此即為著名的「伊達判決」。日本政府在面臨此判決之下，

決定不經第二審，直接進入第三審。最高法院於同年 12 月 16 日的

判決中，駁回第一審的判決，主要有以下二點理由：第一是憲法禁

止的「戰力」，是以日本為主體進行指揮的軍隊，因此駐日美軍非

憲法所指的「戰力」；第二是〈美日安全保障條約〉具有「高度的

統治行為」，只要並非乍看之下即為明顯的違憲，則不屬於司法審

查的範圍之內。至於是否違憲，則需徵詢全國國民的意見（芦部信

喜，1997：306–307）。換言之，最高法院以「高度的統治行為」的

概念來迴避〈美日安全保障條約〉是否違憲的解釋。值得注意的是，

當時日本政府正在與美國磋商改定〈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事務，

此事件的法律程序跳過第二審，直接跳躍上到最高法院，使得最高

法院的判決具有濃濃的政治味。〈美日安全保障條約〉於 1960 年 1

月 19 日完成改定。  

最高法院的判決（迴避判斷）對首相行使「七條解散」成為慣

例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以下關於最高法院判決的引用文雖然稍長，

但是值得關注。最高法院判決認為：「現行眾議院之解散，是否因

違反憲法上之依據而無效，應不在法院之審查權範圍。在日本憲法

之三權分立制度下，司法權之行使不免有某程度之限制，不能對所

有的國家行為做無限制的司法審查。與國家統治之根本有直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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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而具高度政治性之國家行為，雖屬法律上之爭訟，且對其有效

無效之判斷為法律上所可能，但該國家行為仍應在法院審判權之

外；其判斷應委由身為主權者之國民、負有政治責任之政府或國會

等政治部門為之，終其究竟，仍是屬國民之政治判斷。上述司法權

之限制，雖未有明文規定，亦應解為憲法上之司法權本質上的內在

界限。既然眾議院之解散係訴諸國民總意志，為政治性極高而關於

國家統治之根本之行為，故有關其法律上有效無效之問題，應解為

是在法院審查權之外」（宮澤俊義、芦部信喜，1978：596–598；司

法院秘書處，1983：392）。  

肆、判決結果前的解散 

苫米地義三提起的訴訟，其結果關係到首相行使「七條解散」

的權限是否違憲，然而，在最高法院做出迴避的判決前，除了1953

年3月14日的解散是「六十九條解散」外，11 首相又行使了二次「七

條解散」的權力。判決結果前的解散，累積了形成政治慣例的個案。

同時，就新制度論的角度觀之，此二次的解散均為政治協商下的解

散，亦即非正式制度中的協商，也是形成「慣例」的重要因素。  

                                                        

11.  1953 年 3 月 14 日的解散又被稱為「粗口解散」（バカヤロウ解散）。起因右派社會  

黨眾議員西村榮一於 1953 年 2 月 28 日，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質詢政府的在國際情勢

中的中立政策時，吉田首相回以「混蛋」（バカヤロウ），雖然事後撤回發言，但是

事態發展成在野黨於 3 月 2 日在院會提出懲罰首相的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表決時，自

由黨內部的反吉田勢力（鳩山派與廣川派）缺席，導致贊成 192 票對反對 163 票而成

立。緊接著，在野黨於 3 月 4 日提出內閣不信任案，14 日表決時，自由黨的鳩山派與

廣川派投下贊成票，內閣不信任案以贊成 229 票對反對 218 票而通過，吉田首相旋即

宣布解散眾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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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55 年 1 月的解散 

（一）吉田長期政權的結束 

吉田首相於1953年3月宣布解散眾議院之際，自由黨內部出現分

裂狀況。三木武夫等22名眾議員脫離自由黨，另外組成「分黨派自

由黨」的眾議院黨團，並在14日表決在野黨提出的內閣不信任案之

際，投下贊成票，導致內閣不信任案以贊成229票對反對218票獲得

通過，吉田首相旋即解散眾議院。同月16日，自由黨的廣川派15名

成員脫離自由黨，轉而支持鳩山一郎，鳩山一郎與吉田茂的戰爭進

入白熱化的階段。吉田茂與鳩山一郎的對立，除了前述的「黨總禪

讓密約」的紛爭外，在政策路線上也存在著對立。吉田茂主張「對

美協調」、「輕軍備」、「重經濟」的路線，而鳩山一郎則是主張

「自主外交」、「自主防衛」、「自主憲法」的路線（宇治敏彥，

2001：250）。  

4月19日的總選舉結果，吉田自由黨獲得199席，鳩山自由黨獲

得35席，改進黨獲得76席。此時自由黨尚未正式分裂，而是在國會

各自以黨團的方式運作，因此媒體以吉田自由黨、鳩山自由黨稱之

（日本経済新聞，1953）。吉田茂的自由黨雖然未過半數，但是保

持第一大黨的地位，在獲得改進黨採取不入閣但是合作（閣外合作）

的路線下，吉田茂組成第五次內閣。  

吉田茂雖然獲得改進黨的「閣外合作」，也在採納改進黨的增

額預算修正案下，順利通過次年度的預算案，但是改進黨並非完全

支持吉田自由黨。例如，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方面，吉田茂採取依

賴美日安全保障機制的「輕軍備」路線，但是改進黨主張應該建構

長期的防衛計畫，積極引進最先進的武器，二者的路線對立，而改

進黨的路線與鳩山一郎則較為接近。當時國會正在審議〈美日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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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援助協定〉（MSA協定）以及防衛二法等重要法案，前者是以

1951年簽訂的「美日相互安全保安全保法」為母法，強化防衛力的

相關法案，而後者則是成立自衛隊與防衛廳的母法。  

在吉田自由黨與改進黨的對立下，上述法案的審議陷入膠著，

自由黨緒方竹虎副總裁、佐藤榮作幹事長為了打開吉田內閣少數派

的僵局，推動成立新黨的構想，並於4月成立了鳩山自由黨、改進黨、

吉田自由黨的「新黨結成促進協議會」，也初步完成新政黨政策大

綱的協議，但是對於新政黨的總裁人選卻出現意見不一的現象，以

致於新黨構想的協議於6月陷入中斷的局面。此時，改進黨與鳩山自

由黨、岸信介勢力卻以此協議會為據點，推動反吉田的新黨運動，

最後於9月19日達成成立反吉田的新政黨的共識。在此共識下，11月

24日成立了日本民主黨，鳩山一郎擔任首任總裁，副總裁為重光葵，

幹事長為岸信介。日本民主黨集合了眾議院改進黨86名、日本自由

黨8名、自由黨鳩山派與岸派37名，以及無派系的8名等，總計121名；

在參議院則集合了改進黨13名、自由黨3名、無派系2名，總計18名

的勢力。  

日本民主黨與左右社會黨於11月30日召集的臨時國會中，對吉

田內閣提出了不信任案。在野勢力總計252席次的現狀下，內閣不信

任案勢必將會通過（升味準之輔，1988：196–205）。吉田首相面臨

了內閣總辭與解散眾議院的兩難。在內閣不信任案表決的12月6日前

夕，吉田首相召集緒方竹虎副總理、池田勇人幹事長等核心幹部會

談，雖然吉田首相主張解散眾議院，幹事長池田勇人與農林大臣保

力茂也贊同吉田首相的主張，但是緒方副總理與大野伴睦總務會長

則主張內閣總辭，最後在緒方副總理的堅決反對下，吉田茂於12月

10日不解散眾議院而總辭（緒方竹虎伝記刊行会，1963：100）。吉



24 東吳政治學報/2019/第三十七卷第三期 

 

田茂就此劃下首相就職長達2616日的句點。  

（二）鳩山內閣的成立與解散眾議院 

吉田內閣總辭後，緒方竹虎繼任自由黨總裁。鳩山一郎擔任日

本民主黨總裁後，氣勢大漲，但是吉田茂總辭的後的眾議院，自由

黨雖未過半數，仍然位居第一大黨的地位，加上緒方總裁企圖拉攏

左右派社會黨，在國會選舉下屆首相時，對日本民主黨展開反擊。

但是左派社會黨鈴木茂三郎委員長以及右派社會黨河上丈太郎委員

長，均因為繼承吉田路線的緒方自由黨是親美的保守政黨，拒絕與

之合作。手握關鍵票數的左派社會黨（眾議院72票）與右派社會黨

（眾議院61票），最後與鳩山一郎達成「早期解散眾議院，明年3月

中旬舉行總選舉」的共識。左右派社會黨遂於12月9日在國會選舉新

任首相時，支持鳩山一郎。首相指名選舉結果，眾議院方面，鳩山

一郎獲得257票，緒方竹虎獲得191票；參議院方面，鳩山一郎獲得

116票，緒方竹虎獲得85票。鳩山一郎在眾參兩院都獲得壓倒性的勝

利，鳩山內閣因此以「選舉管理內閣」的型態誕生（豊田穣，1989：

482–483）。  

在早期解散的共識下，進入1955年後，各政黨紛紛展開競選活

動。日本民主黨與左右派社會黨雖然達成早期解散眾議院的共識，

但是如何解散卻各有打算。左右派社會黨主張透過眾議院的決議解

散，亦即以眾議院通過內閣不信任案的方式來解散，而鳩山首相則

主張以「七條解散」的方式來解散。在各有所堅持的狀態下，鳩山

首相於1955年1月24日宣布解散眾議院。鳩山首相在國會答辯時表示

解散是「解散並非因應社會黨的要求，而是聽到天上傳來的聲音」，

因此媒體將此次的解散稱為「天聲解散」（日文稱為「天の声解散」）

（読売新聞，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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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院解散後，總選舉於1955年2月27日舉行。選舉結果，民主

黨勢力大幅增加，從選前的124席增加為185席；而自由黨則大幅衰

退，從選前的180席減少為112席；左派社會黨從74席增加為89席；

右派社會黨則從61席增加為67席（日本経済新聞，1955）。  

二、1958 年 4 月的解散 

「苫米地事件」判決結果前的最後一次解散是1958年4月25日，

由岸信介首相根據憲法第 7條宣布的解散。1955年2月的總選舉之

後，政權三度轉移，從鳩山政權轉移到石橋湛山政權，再轉移到岸

信介政權。期間日本政局發生了社會黨的統一，以及自由黨與日本

民主黨合併（日文稱為「保守合同」）的重大事件，雖然被認為有

重新選舉，正確反應最新民意的需要，但是首相卻未行使解散權。

為何首相未行使解散權？此與左右派社會黨勢力的成長與社會黨的

統一有密切的關係。 

日本社會黨雖然於 1949 年的眾議院選舉僅獲得 48 席次，並於

1951 年 10 月 24 日因為左派與右派的路線鬥爭，導致分裂為左派社

會黨與右派社會黨。但是，從表三能明顯看出，進入 1950 年代以後，

日本的革新勢力左派社會黨與右派社會黨的勢力出現逐漸增加的現

象。在 1952 年、1953 年、1955 年的總選舉中，左派社會黨分別獲

得 57 席、66 席、67 席，右派社會黨則獲得 54 席、72 席、89 席。

若以整體的勢力來看，總席次則分別為 111 席、138 席、156 席，均

較 1949 年的 48 席高出甚多（田中善一郎，2005：17–41）。而且，

1955 年 10 月 13 日的社會黨大會時，左派社會黨與有派社會黨再度

集結成統一的政黨「日本社會黨」，並由左派的鈴木茂三郎擔任委

員長，確立左派領導的社會黨體制。統一後的社會黨在眾議院總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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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為 156 席，雖較民主黨的 185 席少，但較自由黨的 112 席高出許

多。在革新勢力的成長趨勢下，保守的執政黨（1955 年 12 月以前為

日本民主黨，之後為自民黨）若解散眾議院，恐有失去政權的危機。

另一方面，對於革新勢力的成長趨勢產生擔憂的日本民主黨、自由

黨，以及財界等保守勢力，在民主黨總務會長三木武吉的斡旋下，

日本民主黨與自由黨於 1955 年 11 月 15 日合併成立自由民主黨（以

下簡稱自民黨）。自民黨成立後，在眾議院的席次為 298 席（冨森

叡児，1977：98–99）。  

表三   左右派社會黨在眾議院席次的變化表  

 1952 年總選舉  1953 年總選舉  

左派社會黨  57 席  66 席  

右派社會黨  54 席  72 席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 

然而進入 1958 年 2 月後，時距上屆總選舉已經超過三年，換言

之，任期四年的眾議員任期已經過半，而且根據以往解散的時距來

看，永田町已經吹起了「解散風」。從新憲法體制下的第一次解散

（1948 年 12 月）到上次的 1955 年 1 月的解散，在六年一個月的時

間解散了三次，平均二年左右便有一次的解散。根據信田智人的分

析指出，由於解散是首相的專屬權力，眾議員並不清楚首相何時行

使解散權，因此眾議員在追求連任的企圖心下，任期滿二年之後，

便開始規劃競選活動，此即為所謂的「解散風」（信田智人，1994：

90）。12 

                                                        

12.  根據信田智人的分析指出，由於解散是首相的專屬權力，眾議員並不清楚首相何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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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散風的趨勢下，岸信介首相與社會黨委員長鈴木茂三郎於

1958 年 4 月 18 日進行黨魁會談，達成 4 月 25 日解散眾議院的共識，

而解散的方式是社會黨提出內閣不信任案，岸信介首相則在內閣不

信任案表決前，宣布解散眾議院。因此，4 月 25 日的眾議院院會召

開時，便如自社兩黨黨魁的共識一般，岸信介首相以「七條解散」

的形式，宣布解散眾議院。因為這次的解散並非首相「突然」的解

散，而是與在野黨協議的結果，因此媒體便將此次的解散稱為「協

議解散」（日文為稱「話し合い解散」）。眾議院解散後，總選舉

於 1958 年 5 月 22 日舉行。選舉結果，自民黨獲得 287 席，社會黨

獲得 166 席，獲得微幅的成長。  

伍、結論 

解散眾議院後的重新選舉，往往致使政黨之間，以及執政黨內

部權力結構的改變，甚至刷新日本的政治版圖（信田智人，1994：

88）。從戰後新憲法實施以來，25 次的眾議院選舉，就有 24 次是首

相解散後的重新選舉來看，首相的解散權是影響日本政治變化的關

鍵因素，也是首相最重要的政治權力（手段）之一。然而以往的研

究將解散權視為首相當然的既有權力，論述首相解散眾議院後，重

新選舉的結果對政黨政治的影響，卻不曾探討未明文規定在憲法條

文中的解散權為何會成為政治實踐上的慣例。本文的主要目的便是

首度解開此問題的迷團，解釋解散權為何及如何成為首相的專屬權

力。根據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幾點發現：  

                                                                                                                                 

使解散權。依照經驗法則，眾議員在任期二年之後，便會開始進行規劃競選活動，此

即為所謂的「解散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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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認為，戰後新憲法體制下，日本首相解散眾議院的

權力，並非如既有研究宮澤俊義所指出的承襲自英國的憲政慣例。

因為若是承襲自英國的憲政慣例，亦即假若是首相固有的權力，則

便不會出現首次（1948 年）解散的紛爭。  

其次，既然解散眾議院並非首相固有的權力，為何會成為日本

政治實踐上的慣例？主要有三個關鍵因素：一是麥克阿瑟元帥的協

調。在首次解散紛爭中，堅持直接行使「七條解散」的吉田首相，

與主張只能透過「六十九條解散」的 GHQ 民政局與社會黨間，形成

對立的局面，吉田首相為了解開政治僵局，面見 GHQ 最高統帥的麥

克阿瑟元帥。在麥克阿瑟元帥的協調下，吉田首相與社會黨及 GHQ

民政局達成先通過內閣不信任案，再宣布解散眾議院的共識。此共

識符合「六十九條解散」的狀況，但是在解散詔書，並非僅記載根

據憲法第 69 條，而是同時記載也根據憲法第 7 條的解散。「六十九

條解散」與「七條解散」併陳的方式，替首相直接行使「七條解散」

埋下伏筆。首相在握有解散眾議院的權力下，能夠選擇解散的最佳

時機，讓首相率領的執政黨位居政治上的優勢，因此首次解散之後，

首相便承襲了直接行使「七條解散」的權力，本文探討的 1952 年、

1955 年與 1958 年的解散，都是首相直接行使「七條解散」權力的結

果。二是最大在野黨社會黨態度的轉變。社會黨在首次解散時，極

力反對首相直接行使「七條解散」的權力，主張眾議院的解散，僅

能根據憲法第 69 條為之。但是在第二次解散（1952 年）時，社會黨

認為在自由黨出現吉田派與鳩山派的對立之下，有利於重新選舉，

因此一反首次解散時的態度，轉而支持吉田首相直接行使「七條解

散」的權力。三是最高法院的判決。針對國民民主黨眾議員苫米地

義三提起的違憲訴訟，最高法院於 1960 年 6 月 8 日的判決中，以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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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院解散權具有「高度的統治行為」，最終須取決於民意為由，迴

避了「七條解散」是否違憲的判斷。最高法院雖然並未直接將「七

條解散」判決為合憲，但是並未違憲的判決旨意，賦予了首相自由

行使「七條解散」權力的政治空間。  

最後，就新制度論來看，日本政治的特性一向是非正式制度的

協商影響力大於正式制度的規範，而一種政治「慣例」的形成，除

了要有制度規範性外，同時還要有非正式制度的推波助瀾。從本文

的探討中可以發現，「七條解散」是新憲法的制度規範，然而在未

將此項權力明確賦予首相之下，給予了非正式制度協商的空間。例

如，前段所提首度解散時，在麥克阿瑟元帥的協調下，替首相直接

行使「七條解散」的權力埋下伏筆；又例如，本文所提 1955 年與 1958

年的解散時，最大在野黨社會黨不僅未反對首相直接行使「七條解

散」的權力，甚至分別與鳩山一郎與岸信介首相協商解散的時機等

案例，都是非正式制度的背後互動過程，對形成首相直接行使「七

條解散」的慣例，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從政治決定過程的角度觀之，日本首相的解散權在法制上未受

限制，充分握有解散眾議院的時機選擇權，使得首相率領的執政黨

或黨內的派閥得以位居戰略上的優勢，掌握著政治的主導權。在政

黨政治方面，就本文關心的焦點，亦即「七條解散」慣例的形成過

程來看，充滿著政治利益的算計。第一次解散時，吉田首相企圖透

過總選舉來掌握眾議院的多數席次；第二次解散時，吉田茂企圖利

用眾議院的重新選舉，壓制黨內政敵鳩山一郎的勢力，而在野黨社

會黨認為在吉田茂與鳩山一郎的對立下，可取漁翁之利，故而一反

第一次解散時的反對立場，轉而支持吉田茂解散眾議院。接著，在

1955 年與 1958 年解散時，社會黨在左派勢力崛起的趨勢下，對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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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行使「七條解散」不僅未提出異議，甚至與首相協商解散的時

機，以利眾議院席次的增加。最大在野黨的反對，原本是首相直接

行使「七條解散」權力的最大制約力量，社會黨的態度轉變，助長

了首相對「七條解散」權力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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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s Dissolution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Form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Article 7 Dissolution" 
 

 

Wu Ming-Shan 

 

 

Party politics and political power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Japanese political studies. Most of the research papers 

discuss the changes in party politic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l power structure of the ruling part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elections; that is, not much 

research centers o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rime Minister’s dissolution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owever, many elections are held owing to the 

Prime Minister’s dissolution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Under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al system,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as held a total of 25 elections, of which up to 

24 are post-dissolution elections. 

Among the 24 dissolution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1 were announced directly by the Prime Minister under Article 

7 of the Constitution (Article 7 dissolution). Yet, when the Prime 

Minister Yoshita first announced the "Article 7 Dissolution", 

there was a major dispute in Japanese politics because the 

Constitution did not have explicit provisions for this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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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the controversy, it is now generally considered that the 

exclusive power of "Article 7 dissolution" is conferred on the 

Prime Minister, who is thus free to exercise i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ain why and how the Prime Minister 

exercises "Article 7 Dissolution" power in post-war politics, 

making it a convention in political practice. 

Keywords: party politics,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general 

election, Dissolution Power, Yoshida cabinet 


